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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史学》是梁启超1902年发表的针对“旧史学”的一篇学术长文，百余年来该文一直作为中国史界革

命的先声之作。梁启超身处新旧交替之世，兼收西方近代进步思想，以开民智、立民志、强国家来挽救

中国危局。《新史学》中他提倡关注“民史”，批判旧史学的弊端，并注重史学研究中多学科、跨学科

方法的运用。《新史学》鲜明的特色是“破”旧史之桎梏，“立”新史之框架，他所发表的《新史学》

为中国史学的新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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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 Historiography is a long academic article on “old historiography” published by Liang Qichao 
in 1902, which has been the forerunner of the revolution in Chinese history circles for over a hun-
dred years. Liang Qichao, in the age of the new and the old, absorbed the Western modern pro-
gressive thought, and saved China from the crisis by opening up the people’s wisdom, establishing 
the people’s will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untry. In the New Historiography, he advocated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 criticized 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old historiography, and 
paid attention to the application of multidisciplinary and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s in historio-
graphy research. The distinctive feature of New Historiography is to “break” the shackles of the 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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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and “establish” the framework of the new history. The New Historiography published by 
him has made a pioneering contribution to the new birth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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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启超：新旧之交的国之“新民” 

1.1. 从维新失败到海外游学：梁启超的人生转折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中国之新民等。在所有人都

对梁启超的科举仕途之路大为看好时，他却通过学海堂同学的引荐结识了康有为。梁启超受到康有为的

维新思想的深刻影响，走上维新之路并在后来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中流砥柱。 
1898 年发起了著名的“戊戌变法”运动，变法失败以后，避居日本，由于无法从事更多的政治运动，

从而将精力投入到学习西方思想与学术研究之中，并为史学研究做出了极大贡献。1902 年在《新民丛报》

上发表《新史学》一文，向中国的传统史学发起挑战，其对传统史学的批判鞭辟入里，《新史学》的发

表为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转型奠定了夯实的基础。戊戌变法失败使得梁启超不得不重新思索和探寻中国

前进的新方向，他的思想也发生了极大变化。由于在政治上难以施展拳脚，因此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

宣传与学术活动之中。 
此外，这一时期梁启超还接触到西方世界史著作，包含了哥白尼、培根、卢梭、孟德斯鸠等学者关

于经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著述，大量接触西方进化论思想。这些著作以及理论使得他

的学术视野日益开阔，学术思想也发生了极大地改变。在不断宣传西方思想的同时他也渐渐认识到，近

代中国落后的原因除了制度的腐朽外，还有国民劣根性这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国家由“民统”胜于“君

统”，缔造“新民”的想法在其脑海中翻涌，这些也是其新民思想的理论来源之一。 

1.2. 中西观照之下做“新民”著“新史” 

《大学》中提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1]，南宋理学家朱熹在《大学章句

集注》中提到“亲，当作新”[2]。可见，新民的概念中国古已有之，加上梁启超在日本接触到如此之多

的“新”思想，再加上他对于中国传统思想具有深刻理解，在这种中西文化思想的融合碰撞以及在中西

国民对比之下使得他开始致力于缔造中国之“新民”。 
1902 年 2 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自号“中国之新民”，发表了那篇脍炙人口的“新

民说”。他说道：“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3]他在“新民说”中重点

阐述了他的新民观。 
他在“新民说”中通过阐释国民的“公德”与“私德”、“利群”与“利己”以及“权利”与“义

务”等关系，进一步阐明公民与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公民的

爱国热情与主人翁意识。 
在“救民”的同时他提到“救国”，中国之旧民只知天下而不知国家，只有具备国家观念的人民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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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得上国民，在此基础之上的国民方组成国家，此前之中国只是在君权统治之下的君统之国，而非国民

统治之中国，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中国欲要实现国家与人民的强大，兴民权就显得异常重要，只

有大兴民权，使国民自觉地融入到国家之中，国民才会真正的爱国，国家才会走上正轨。 
在指出做新民的同时，谈到做新民的两个途径，一为自新，就是要发挥“吾日三省吾身”的主观能

动性，通过自身努力来自成新民；另一途径就是他新，就是从教育、报刊等方面进行国民的“他新”，

于是乎他积极开办学堂、筹办报纸，用行动诠释了一位爱国者的担当。 
在其创办报纸的同时也在进行新式学堂的筹办活动，他希望借此培养人才、变革旧俗、传播新思想

进而提高新国民地位，与此同时，为民著史，建立一个新型的史学体系也成为了他的努力方向。 

2. 提倡“新史学”，开清末史学新篇 

2.1. 梁启超《新史学》的诞生 

1902 年，梁启超《新史学》一文在《新民丛报》陆续刊载，成为晚近中国史界革命的开创之作，严

复评价此文为“石破天惊”之作。梁启超《新史学》的撰写及其发表，既是基于他对晚近中国时局的忧

患意识，也得益于他吸收西方思想认识之后决心从史学革命入手对中国问题的解决之道。 
梁启超的新思想新认识集中体现于他的“新民说”之中，做新民与著新史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新

史学》是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建立在新民观的基础上，其最终目的就是以史教人，启发国民思想，“国

民教育之精神，莫过于本国历史”[4]。《新史学》中提到的种种，都是在极力扭转国民的固有思想，改

造国民，打破思想桎梏，意图以新史促新民，以新民铸新国，最终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而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的弊病，也是梁启超必须要面对的。我国传统史学发展至清代以后考据学派就

成为其中一支重要代表，该学派是以文字音韵、校勘辑佚、名物训诂为主要研究内容的学派，但是该学

派拘泥于书面文字、没有结合现实，往往重视对材料的研究而轻视思想文化的重要作用，厚古薄今，忽

视历史对于当代人的借鉴意义，有悖于“以史为鉴，以明得失”的史学研究初衷。对当时的史学领域而

言，考据学派的研究方法也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步伐。梁启超通过对国外史学新思想的研究，再加上当

时我国内忧外患的现实情况，开始向传统史学发起挑战。其 1902 年发表《新史学》就是一份针对传统史

学的战书，一场史学革命就此展开。 

2.2. 《新史学》的主要内容与主张 

梁启超《新史学》的发表，在呼吁史学革命的同时也标志着中国新史学体系的初步形成。该篇文章

从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书法、论正统、论纪年六个部分对中国旧史学的弊

端与原因展开论述，与此同时通过吸收运用西方的先进史学思想和相关的历史理论对一些重要的历史问

题进行阐述并试图建立新的史学理论体系。 
他在《新史学》中对史学的历史观、研究内容、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以及史书编撰进行了阐述与批

判。在历史观上，他通过吸收西方进化论思想，提倡历史进化论，批判旧史中的历史循环论和历史倒退

理论，他认为历史是进化的，其进化分为三个方面，分别是叙述历史进化之现象、人群进化之现象以及

通过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中的深层次原因与规律，最后真正达到“以史为鉴，以明得失”的境

界。 
在谈到研究目的时，他讲到撰述史书不仅仅只是单纯的记载诸如某日日食、某日地震满纸填塞之言，

使中国之史难读、难抉择、读之无感触，此等言论“无一语有能入脑之价值者”，其所记载者应当在记

载的基础之上挖掘更深层次历史规律，以为后人咨鉴，“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

[5]，所以中国史学虽然发达，但却无法激励国民的爱国之心，无法使民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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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研究方法方面，他主张将目光放眼于全人类而非局限于一地一国，在研究时，应当进行跨学

科、跨国家的研究方法，这样才能在历史中求得人群进化之真相，从而实现以史促人，以人救国的最终

目标。 
在研究内容上，梁启超倡导“民史”研究，反对单纯的进行“君史”研究，对于专为君而忽视民的

史学内容，他进行了最为严厉的批判，他讲到“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6]。他讲到国

民群体始终不立之症结其原因便在于缺乏对该群体的著述，而历史所为者便是能够阐述群体之间交流竞

争、团结进化之道，最终能够做到利国利民。 
他认为作史应该秉持“史之精神”即史之理想。他讲到如今中国之史，只知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

事，然而问起此事的前因后果、对之后的影响是好是坏，皆不能言，毫无生气，读起来颇为费劲，徒费

脑力，中国之旧史，对于提升民智毫无作用甚至与其有损，因此作史者当秉持“史之精神”，在著史中

要注意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相互联系，时代与时代之间的相互接续，这其中的原理作史者应当勘破并书于

史书之中与民受益。 
梁氏所发表的《新史学》，对旧史学的批判鞭辟入里，在破除旧思想，破除时代樊篱，重新另立新

的为国民服务的新史学框架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3. 梁启超《新史学》的“破”和“立” 

3.1. 开宗明义——“破”传统史学之桎梏 

3.1.1. “破”史学正统理论 
中国的著史传统自古有之，自《春秋》《尚书》以来，史书的数量可谓浩如烟海，而贯穿于史学数

千年历史的主线便是传统史学的正统观，《春秋公羊传》：“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数千年的封

建统治下便产生了专为统治者著史、专注于上而忽视下的史学观念——正统观。 
“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6], p. 162)梁启超在文中说道：“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

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3], p. 218)”中国的史学正统观导致著史内容大多只是专为统治阶级之

事迹，史书多为一家之谱牒，对于国民的关注基本没有。也不重视国民的社会活动及其社会地位的提升。

中国之史不能够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史，继而提出中国之史要一扫君之谬见，否则，中国的史籍数量虽

然冠绝天下，然终究是国民的毒药。 
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政权更迭众多，这就导致了中国的传统史学正统观的判定标准自相矛盾。他

在《新史学·论正统》中提到衡量正统的标准有六点，分别为得地多寡为正、据位之久为正、前代血胤

为正、前代旧都之所在为正、后代之所承者所自出者为正、中国种族为正。凡此六点随着政权朝代的更

迭已经变得互相矛盾，进退失据。没有办法客观的判断到底谁为正统，而造成这种正统之说的起因大概

有两点，一为历朝历代的君臣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保其一姓之私产而作，二为陋儒煽扬奴性，宣扬

成王败寇的观念所做。他批判正统观为赌博儿戏，自周秦以来，没有一朝当得起正统之称，只有国家国

民可称之为正统。 

3.1.2. “破”史学研究方法 
关于史学研究方法，梁启超指出传统史家们对历史的研究颇为狭隘，旧史家们的研究目光总是局限

于一地，只是单纯的研究本国的历史，却没有将目光聚焦于世界，未能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相结合，

也没有将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之中进行比较研究，由此他提倡应当以世界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史，让

中国与世界接轨。他还指出旧史家们研究历史只是单纯的进行单一学科的专门研究，没有跨学科研究的

意识与精神，没有建立起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由此他主张在研究史学的同时要重视史学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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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之间的关联，同时通过学习西方自然科学以及经济学、哲学等知识，找出学科之间的关联性并从中

得到启示，将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应用于史学研究中，进而丰富史学研究的内容。 
通过对这些史学桎梏的突破，他在努力改变旧史专为君作史或专为统治阶级作史的现状，史学研究

方法与研究思路也不再单一，开始变得丰富完善。 

3.2. 破而后立——立新世纪史学之大趋势 

梁启超在对旧史“破”的同时也在进行新史的“立”，力求将旧史中的糟粕革除的同时，建立一个

新的史学体系，以此来达到救国的最终目的，他的新史学与世界先进史学思想接轨，紧随史学研究大势，

为中国史学规划了宏伟蓝图： 

3.2.1. 与世界新史学接轨，立史学研究之大势 
19 世纪末期，德国“新史学”代表人物普勒希特就对传统史学发起了挑战，他也是最早由传统史学

向新史学过度的桥梁。20 世纪初时，“新史学”思潮开始兴起，之后开始对传统史学发起挑战，在二战

结束后，年鉴学派、社会史学、历史人类学等史学流派开始兴起，这些流派就被称为新史学。“就其大

势而言，从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这是现当代西方史学发展的总趋势。”新史学派对历史进行了新的定

义，他们认为历史就是人类以往的所有活动，涵盖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类之间以及人类群体等各

方各面、还提出历史研究已经不能再单纯的研究单一的历史事件和统治阶级的专门史，而应该将更多的

目光放在普通民众身上，进行跨学科、跨国界的历史研究。梁启超在《新史学》中便是结合中国现实状

况并融入了西方的新史学思想和进化论思想，倡导中国历史研究应当放眼世界，时至今日我们依旧在很

大程度上沿用着他的史学研究方法和理论。 

3.2.2. “立”民史研究之大势 
“统者也，在国非在君也，在众非在一人也；舍国而求诸君，舍众人而求诸一人，必无统之可言，

更无正之可言。([6], p. 167)”他在《新史学》中如是说道。历史是要以国民发达、助成国民性为目的，

著史也应是以国民为主的“民史”，他将进化论引入史学理论之中，他认为历史应当是叙述人群之进化，

而非一人之进化，所以所著之“民史”亦应是国民群体之史，而非君史。“数千年之民贼，既攘国家为

己之产业，絷国民为己之奴隶，……遂使一国之民，不得不转而自居于奴隶，性奴隶之性，行奴隶之行。”

[7] 
梁启超认为著立“民史”应当摈弃旧史愚民的弊端，“以要壮淋漓之笔，写古人之性行事业，使百

世之下，闻其风者，赞叹舞稻，顽廉懦立，刺激其精神血泪，以养成活气之人物。”[8]所以新史家应当

把注意力放到国民身上，运用进化论将历史研究的眼光放在整个族群和时代的变迁而非一家一姓之兴衰

更迭。在世纪交替的重要阶段，梁启超对“民史”极力宣扬推崇，“民史”研究是顺应当时世界史学研

究大势的，至今依旧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3.2.3. “立”中国通史框架 
梁启超在发表《新史学》之前，阅读西方著作，吸收西方史学思想，在改造旧史的同时就致力于构

思“中国通史”并打算将其述之于笔下。其在 20 世纪初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就是中国通

史的叙言和根据。 
1901 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了《中国史叙论》，并在其中提出了“中国史”的概念，他的“中

国史”不再只是单纯的政治史或是其他，这其中提到的内容极其丰富，他在讲到纪年时，“一孔子为正

文，而以历代帝王年号，及现在通行西历，分注于其下”([6], p. 141)，融合了古今中西的手法，进行了

一定程度上的中西结合，在其初步拟定的计划中，梁启超吸收借鉴了西方的历史分期思想，将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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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三个时期：一为“上世史”，即“中国之中国”；二为“中世史”，即“亚洲之中国”；三为“近

世史”，即“世界之中国”，他将中国历史融入世界，以世界史的视角来关注中国历史，而其之所以如

此重视这部中国史的写作，盖因“亦未始非唤起精神之一法门也”[9]。 
他撰述通史主张将中国历史综合性的叙述出来，例如其中提到的民族、语言文字、美术、商业等体

现了其对于多学科、跨学科历史研究的尝试，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为我国史学研究提供了模板。 

4. 结语 

梁启超先生《新史学》的发表可以说在史学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新史学》中的史学

观念，与当时世界先进的史学理念接轨，具有极高的先进性，倡导以西方进化论史学为基础来研究历史、

提倡著立“民史”并扩大史学研究范围，其《新史学》所提倡的史学著述方式在史料选取上丰富多样，

在著述内容上容易突出重点并能够提供清晰的历史发展线索，这些优点使得其迅速成为最主要的著述方

式。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中国的史学与世界史学的潮流接轨，标志着中国史学由古代向近代史学的转型。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梁启超《新史学》在破除旧史、树立新史学理念等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

其本身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新史学》在高呼史学改革的同时，过度夸大了史学的社会作用，认为“无

真史家，亦即一吾国进化迟缓之一原因也”；在引入进化论的过程中，同样不可避免的吸收了一些进化

论中的缺陷，进化论学说所倡导的“物竞天择”的说法影响广泛而深远，但是，其主要强调了生物的竞

争，但却忽视生物以及种群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状态。这些弊端也反映在《新史学》中，例如在

《新史学·历史与人种之关系》中提到：“历史生于人群，而人之所以能群，必其于内焉有所结，于外

焉有所排，是即种界之所由起也。”([6], p. 155)他在强调国家、民族竞争的同时，忽略了他们之间的相

互依存、互利共赢的那一方面。虽然《新史学》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局限性，但无法否认其对于近代史

学研究的巨大推动作用。 
他的中国通史构想及其后来付诸于写作的中国通史手稿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宏大壮丽的历史图谱，他

虽想写出一部完整的中国通史，直到他去世，他的通史依旧没有完成，不得不说是史学界的一大遗憾，

虽然他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一个完整的他构想中的新史学体系，但是他已经为新史学体系做出了足够的铺

垫，为中国近代史学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新史学体系能够最终建立，梁启超先生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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